
中国体制转型与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配差距*

———一个资产转换的视角

何晓斌 夏 凡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

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
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 1988、1995 和 2002 年中国城镇住户
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
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
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

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

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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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 ) 表 4 － 1 计算得出。这里指的是在非国有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非国有部门包括城镇集体单

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和个体户。

一、引 言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制度转型。私营部门的迅速
扩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 GDP 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
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Lin et al．，2003，P． 11—13 ) 。同时，到 2007 年，民
营经济已经占了中国 GDP 总量的 66%，税收贡献的 71% ( Chen ＆ Dickson，2008 ) 和城市就业人口
的 78%。①民营经济和私有财产也得到中国宪法和财产法的保护。

然而，国民财富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大量研究表明，中国
曾经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但现在却呈现出较高的收入水平差距 ( Rozelle，1994 ;
Riskin et al．，2001 ) 。一些研究( Meng，2007 ; Li ＆ Zhao，2009 ) 还发现，体制转型以来，中国家庭
财富差距已经越来越大。持有房屋、储蓄、股票、债券等资产而获得的收益，已超过了工资性收入带
来的收益( 周达，2008 ) 。

那么，体制转型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家庭财富的积累和财富差距的扩大? 具体来

讲，什么因素最后导致各个职业群体和各部门工作的居民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 大量的经济学和

经济社会学文献从市场、产权和国家政治等方面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做了直接和间接的研究
( Nee，1989，1991 ; Rozelle，1994 ; Nee，1996 ; Nee ＆ Matthews，1996 ; Szelenyi ＆ Kostello，1996 ;

82

何晓斌、夏 凡: 中国体制转型与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配差距



Walder，1996 ; Xie ＆ Hannum，1996 ; Lau et al．，2000 ; Zhou，2000 ) 。但是它们都不足以充分回答
上述研究问题。

二、已有文献及其不足

关于中国体制转型及其对社会经济不平等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将体制转

型看成市场逐渐替代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成为资源配置主导地位的转变过程，即“市场转型”。转
型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市场为旧体制内资源再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直接生产者( 农民、工人、私
营企业家等) 提供了新的权力基础、激励和机会，增加了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减少了国家干部的政
治资本收益。因而市场化可以减少原有体制的经济不平等( Nee，1989，1991，1996 ) 。

第二种观点认为，产权的变化是这场体制转型的中心。这种观点将转型视为一个国家对产权
的再分配( Walder，1994 ) 和产权重组( Stark，1996 ; Stark ＆ Bruszt，1998 ) 的过程。① 市场的作用依
赖于公共资产的分配方式、资产的性质 ( 如规模、固定与流动性等) 以及经济体的组织结构
( Walder，1996，2003，2008 ) 。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一次对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产权的重
新界定和澄清。产权改革由各级政府来执行，干部可以利用增长的自由裁量权从公共资产( 土地、

厂房等) 再分配中赚取相对更高的经济收益( Walder，1994 ) 。Stark 的研究发现在匈牙利转型中形
成了一个国家控股的公私结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者可以利用现有资产扩张他们的资产权

( Stark，1996 ; Stark ＆ Bruszt，1998 ) 。

第三个观点将体制转型设想为一次市场和国家政治的双重改革( Parish ＆ Michelson，1996 ) ，

以及一个共同演化( Zhou，2000 ) 或交互作用的过程( Bian ＆ Zhang，2002 ) 。Parish ＆ Michelson
( 1996 ) 认为，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发生了政治改革。这些政治改革包括工人、管理人员和国家行政
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转变，国家权力的下放等。同样地，Zhou ( 2000 ) 的演化模型，Bian ＆ Zhang
( 2002 ) 的互动模型提出了对市场和国家政治如何交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分层影响的制度分析: 在一
些地方，市场和国家政治相互竞争和排挤，而在其它地方，他们可能会强化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

总体上，他们认为，由于干部占据着战略性的位置( Bian ＆ Logan，1996 ) ，他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的既得利益( Zhou，2000 ) ，或者在市场转型中将他们的政治资本和关系转变成经济利益( Rona －
Tas，1994 ) 。②

以市场为中心、产权为中心以及政治与市场互动的三种理论都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不平
等的产生机制有所启发，但是它们都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家庭财富的积累过程和

财富差距的形成机制。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型包括大量相互关联的制度变化: 市场化、经济结构、产权和国家
政策的转型( Bian ＆ Zhang，2002 ; Nee ＆ Opper，2007 ; Szelenyi ＆ Kostello，1996 ; Walder，1996 ; Zhou，
2000 ) 以及法律体系的改革( Wu，2007 ) ，而现有研究总是突出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
面。市场转型理论过分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协调作用。以产权为中心的理论局限于所有权改革
带来的机遇。而政治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观点忽略了产权变动的影响。虽然有些研究明确了市场
化、产权再分配和国家政策对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性 ( Nee ＆ Cao，1999 ; Zhou，2000 ; Bian ＆
Zhang，2002 ; Walder，2008 ) ，但前两个经济系统与国家政治的转变并没有被同时纳入关于中国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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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Nee ＆ Opper( 2007 ) 近期的研究也承认了在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国家和产权的重要性，但他们对转型过程中国家和产权
影响的预测与这些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明显相反，具体探讨参见 Keister ( 2008 ) 。

一些学者( Nee ＆ Cao，1999 ) 将最后两种看法视为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因为他们都强调了国家在体制转型中的重要角
色以及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分层的影响。



剧变化的社会经济分层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中。有些学者对市场化和经济不平等现象之间的内在关
系表示怀疑( Szelenyi ＆ Kostello，1996 ; Walder，1996 ) 。Nee ＆ Cao( 1999 ) 修订后的市场转型框架
似乎将市场化与所有权私有化等同，他们认为“如果该省工业产值的主导份额都归功于非国有经
济，那么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经济很可能已经出现了”。然而，没有对这两种体系与国家政治的改
变同时进行实质性分析，就很难理解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不均。
其次，大多数研究只探讨市场化和产权改革过程中影响家庭或个人收入变化的因素。① 市场

中心观点侧重于新兴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市场如何改变不同社会群体赚取收入的方式。产权为中心
的观点及政治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观点，强调产权的重新分配，以及国家政治或市场为干部提供增加

收入或寻租的机会。尽管上述三个观点各有侧重，但它们有着相同的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不均的
产生机制: 私有财富和财富分配不均通过生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以及所有权的变化导致的收入

机会变化而产生。因此，我们认为都是以“收入创造”的视角来探讨的。这实质上将创造收入等同
于财富的积累，是不适当的，因为收入积累只是拥有财富的一个手段。尽管收入和财富通常是正相
关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根据 1995 年和 2002 年中国城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这两年家庭收入和家庭净财富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是 0． 4。② 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消费行为或投
资策略，高收入者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有钱者。而且，在当代中国，报酬并不一定采取工资的形式，也
可以采取奖金、津贴及其它不公开的福利。其次，财富可以是个人年度收入的几倍，因为它是纯收
入加上私人资产累计的总和。例如，一栋住房的价值，就可能是一个家庭年收入的十倍或数十倍。
第三，财富差异化程度往往比收入更大( Keister，2000 ) 。因此，财富的积累更适合用来研究经济不
平等。总之，现有文献忽略了其它可能的财富积累方式: 通过产权改革将公有资产改制或者民营
化。③ 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

三、资产转换的视角

本文从资产转换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体制转型和家庭财富分配差距的关系。我们认为，在社会
主义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是影响中国家庭财富分配差距的核心变革。④ 体制转型是一
个在不同家庭、组织和部门之间创造更大的财富分层的产权变革和市场化的过程。不关注收入如
何产生和积累，资产转换视角集中讨论公共资产如何重新分配、重组、并被重新估价，这主要包括三
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首先，通过产权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公共资产从国家转移到个体家庭。在中
国，这主要包括两个渠道: 住房商品化和国有企业改制。不同地域之间资产转移的方式和程度差别
很大。然而，更多资产被私人占有的趋势是很明确的。第二，原本属于国有的资产重组后成为市场
经济中新的部门。国有资产重组靠以下手段完成: 通过法律、规定、政策，维护国家对一些核心行业
的垄断性，放开国家对次要行业的管理，市场化一些原本由国家提供服务的单位福利( 如住房、餐
饮、教育、卫生保健、养老金、娱乐服务和设施等) 。第三，国有资产在新兴市场的价值重估( 如土
地、住房和资本市场) 。这与采用非市场方法评估国有资产的计划经济形成对比。⑤ 在这些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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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或者说，他们不能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很好的区分。

下面的“数据、测量和模型”部分将对这些数据进行介绍和描述。

这里改制指的是重新界定和明确产权( 使用权、收入和转让权) 的过程。大多数改制也是把一些公有资产的产权转移到
私有主体。

Liu( 2008 ) 也认为，市场和产权都构成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制度基础。我们对社会分层的观点更具有动态性，即社会经济
不平等在产权改革和市场渗透过程中产生，而两者都是由国家政治决定的。正如 Walder( 1994 ) 论述的: “社会分层……是一个产
生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进程。”。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大量的资产不是通过市场机制以货币形式估价，而是由国家行政机构来定价。著名的匈牙利经
济学家 Kornai ( 1992，P． 131 ) 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半货币系统”中，“价格的作用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小并受到限制”。



场中，不同公共资产的价格很大程度上通过供应和需求的均衡来决定。市场化会给原有的公共资
产重新定价。
与市场中心论、产权中心论或者政治 －市场互动论不同，我们认为产权改革和市场的成长对理

解财富分配不均同样重要。这两个体系对财富分配差距的影响既相互独立又有交互作用。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产权改革主要有两大部分: 一是住房商品化，二是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化。90 年
代中期以来，城市住房商品化和国有企业改制的加速，给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和部门提供了获取国

有资产的不同机会。与此同时，土地、房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原属国有的资产大幅度增值。在
市场需求高或相关市场发展迅速的地方，城市住房、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他国家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已
经变得更有价值。原属国有或集体的资产一旦可以被出售或通过市场转让，①就为不同职业和工
作单位的家庭的财富差距创造了空间。
其次，像东欧一样( Stark，1996 ; Stark ＆ Bruszt，1998 ) ，中国的产权改革也显示出路径依赖性

强的特点。由于中国的产权改革由各个层级的现任掌权者领导和执行，改革过程将对那些掌握决
策权以及在核心部门或组织中工作的人有利。正如产权中心论和政治 －市场互动理论提出的，在
产权改革中，这些执行者可以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原有财产。很多学者( Bian ＆ Logan，1996 ;
Zhou，2000 ) 已经观察到，干部的权力和财富优势可以通过两种机制维持: 第一，他们可以制定保护
自己和追随者利益的政策和规定。其次，寻租的天性使这些职位的人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接
受额外的经济收益( Ding，2000 ) 。

四、房产商品化和市场化: 资产转换的一个渠道②

正如上文所说，我们提出了一个资产转换的观点，认为房产商品化和市场化是家庭财富积累和

贫富分化的重要渠道。③ 这种观点强调了房产商品化和市场化对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差距的重要
作用。具体地说，这种观点关注公有住房转变为私有房产的过程，以及这些资产的价值随着市场的
发展是如何被重新评估的。第二，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房产商品化和市场化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
的，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影响。
另一个维度是资产转换的跨时空变化。学界普遍认为，1991 年底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转折

点。第一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 的特点是谨慎的和试点的商品化政策。资产转换只是以小范围房
产商品化和公有制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形式出现。在后期( 特别是 1997 年后) ，大规模的资产
转换开始进行: 公有制企业改制、公有住房商品化，推进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大部分
的公有财产被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些重大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私营部门的繁荣，却又增加了个体和
家庭财富的差距。但这个资产转换的过程还没有被现有文献充分研究。④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
究不同年代不同职业群体和工作单位的住房分配和房产变化情况来研究商品化、市场化和国家政
策同时对家庭财富的影响。
( 一)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住房分配和改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主要是国家通过工作单位或者城市房管局按照员工

的工龄、政治背景、级别、对单位贡献等作为福利分配给员工的( Bian，1994 ; Logan et al．，1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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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些财产不仅可以用来创造新的收入和财富，它们还可用作抵押品从而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

另一种财富积累的渠道是作者另一篇文章中所论述的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

中国城镇家庭的财富一般包括五个部分: 房产、生产性资产、金融资产、耐用消费品，其它( 如继承财产) 。毫无疑问，对大
多数家庭来讲，房产占据家庭财富的比例最大。

这并不意味着通过收入增长的财富积累不如资产转换的角度重要。在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仅仅关注收入的产生和积
累是不足以充分解释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差距的。



国家只收取象征性的租金，而这连支付维护费用和住房相关的服务费都不够。因此，这个福利住房
分配系统使国家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缩减了对工业生产的再投资，使住房条件无法改善。城市
住房建设在 1966 － 1978 年期间处于停滞状态。50 年代时人均住房面积是 4． 5 平方米，而到了
1978 年，人均住房面积降到了 3． 6 平方米 ( 陈钊等，2008 ) 。

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也进行了提高租金，鼓励住户自己维修住房，甚至折扣价售卖公房等住房
改革试点，但总的来说，城市住房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都不是家庭财产，①大部分住房不是属于工

作单位就是属于城市房管局。住房市场并没有很大的发展，因为住房大部分还是通过一个再分配
系统来建造和分配的。不同的职业群体和工作单位间住房条件的差异是沿着社会主义层级顺序被
制度化的。条件较好的大房子分配给了国有部门的干部、专家和工人，就像匈牙利的住房分配一样
( Szelenyi，1978，1983 ) 。比如，1983 年省级干部和同等专业人员的国家住房标准是 80—90 平方
米，几乎是普通工人的两倍( Zhang，1997 )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 1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不同职业和工作单位居民的住房条件( 住房面积、房屋所有权等)

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系统。具体地说，干部家庭和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比普通工人
( 包括私营企业主) 家庭和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更有可能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面积更大、条件
更好的公有住房里。
( 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住房改革和住房分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家加快了住房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新

的楼盘建设开始增加，商品房增长得更快。但是，住房市场并没有顺利地发展，因为商品房只占住
宅建筑的一小部分。一大部分的商品房被工作单位以折扣价格购买，然后仍然根据旧的分配方法
分配给员工( Logan et al．，1999 ) 。到 2000 年，超过 55%的城市家庭已经购买了一套住房。在这些
住房所有者中，87%通过他们的工作单位购买了以前的公有住房，只有 10%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
品房( 李学芬，2000 ) 。面向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政策被扭曲了。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都被中高收入
者购买，因为这些住房很多都是大面积的，超出了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 李斌，2002 ) 。公积金制度
1991 年最先在上海实施，然后向全国推广，1997 年完成。这套系统对高收入者有利，因为雇主会按
照员工月收入的 5%补助到公积金中。因此，那些收入高的人会从工作单位得到更多的公积金。
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看到的依然是类似于房改以前的住房分层。然而，更高比例的人

开始通过工作单位或者住房市场购买到房子。同时，大部分的国有大银行为个人和家庭启动了住
房贷款项目。他们可以从单位购买部分或者全部住房产权。拥有部分产权的人跟全部产权不一样
的是，他们一般只有在 5 年以后才有权在市场出售公房，而且售房的收益也必须与单位分享。不过
大部分人还是从单位买到了全部产权的住房( Wang，2011 ) ，而且是以折扣价的方式，这迅速扩大
了他们的私人房产。

总的来说，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以来城市住房改革的简短回顾②可以看出，干部家庭
和普通职业群体( 包括私营企业主) ，以及国有单位和私营部门工作的居民之间住房条件的差距在

房改之前就已存在。住房改革所做的无非是商品化房产，通过以折扣价出售给现有住户的方法把
它们转移到个人手中。一旦商品化，更好的住房就可以在住房市场上出售或出租并产生大额利润
和新的财富。那些从工作单位以低价购买到住房的人迅速地积累了家庭财富，特别是在住房市场
发展较快的大城市( 如北京和上海)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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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88 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显示( 表 2 ) ，约有 13%的家庭拥有他们自己的房子，包括从上一辈继承得来的
私有房产。

关于城市住房改革的详细回顾，参考 Davis ( 2003 ) 。



假设 2 : 随着住房改革的推进，干部和那些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居民家庭相对普通家庭( 包括私
营企业主) 和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居民家庭而言，更有可能从他们的工作单位以折扣价购买到高质

量的房子。因而，和早期相比，这些家庭可以保持甚至扩大在住房面积、住房产权、房产价值和家庭
财富方面的优势。
相反，从另一个角度，市场中心论认为，干部家庭和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的相对住房优势会

随着住房市场的渗透而减少。因为普通家庭和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现在可以从住房市场而不是依
赖于国家分配得到房子。
假设 3 : 随着住房改革的推进，普通家庭( 包括私营企业主) 和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家庭相对

干部和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居民家庭而言，更有可能从住房市场购买住房，从而减少它们在住房面

积、住房产权、房产价值和家庭财富方面的劣势。

五、数据、测量和模型

为了检验住房改革对居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本研究使用了 3 个调查数据: 1988 年、1995 年
和 2002 年分别在中国 10 多个省市和 70 多个城镇进行的“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这些调查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一些国外学者合作进行。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以大样本为特
征。调查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各种来源的个人和家庭收入、住房条件、细分的家庭财富、消
费、婚姻状况、职业史、健康等等。很多已发表的研究都使用了这些数据 ( Khan et al．，1992 ;
McKinley，1996 ; Riskin et al．，2001 ; Meng，2007 ; Li ＆ Zhao，2009 ) 。而这三年可以很大程度上反
映上个世纪 80、90 年代以及 2000 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情况和住房分配的变化。
从研究测量层次来看，家庭住房情况和家庭财富是家庭层次的变量，而职业和工作单位是个人

层次的。对于已婚的家庭而言，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职业和工作单位的夫妻组合。出于简化目的，
对于已婚家庭我们只取家庭男性的职业和工作单位作为对该家庭职业和工作单位特征的替代。因
为一般来讲，家庭中男性的职业和工作单位级别都要比其配偶的相对高一些，①因而有关家庭住房

的获取更有可能跟已婚男性的职业和工作单位特征相关。
本研究运用针对各个年代不同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②然后比较其系数的变化，③或者运用

各职业和工作单位与年代的交互效应来看这些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对于住房产权和购房途径，我们运用 Binary Logistic 回归来计算各职业群体和单位住房产权和

购房途径的差异，并把各年代各职业和单位居民家庭相对于参照家庭( 分别为私营企业主、在私营
部门工作的家庭) 的系数汇报在表 3 中。
针对住房市场价值，由于没有购买私有住房的家庭房屋市场价值被删截为 0，我们用 Tobit 回

归来估计各职业群体和单位的居民家庭住房市场价值的差异并把对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汇报在表

3 中。除了分别考查职业和工作单位与年代( 虚拟变量，2002 = 1，1995 = 0 ) 的交互对房产价值的
影响，我们也分别考查这些自变量与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直接测量是否对房产价值和家庭财富具有

交互效应。
我们用一般 OLS 多元回归来估算各自变量的影响。类似于对住房市场价值的操作，我们分别

考查职业和工作单位与年代的交互效应，以及自变量与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直接测量的交互效应对

家庭财富的影响。有关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的回归系数汇报在表 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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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对 2002 年已婚家庭的分析发现，85%的男性干部娶了非干部的女性，而只有 49%的女性干部嫁给了非干部的男性。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对各个模型的数学公式描述。各个模型的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参见表 1。

不同回归模型同一变量上系数的差异比较可以通过 Chow ( 1960 ) 统计检验来完成。



表 1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定义说明①

因变量 定义说明和测量

住房面积 家庭住房的使用面积( 平方米)

住房产权
二元变量，1 =家庭拥有一个以上私有房产，0 =没有私有房产( 即租住房屋，包括工作单位提

供的廉租公房和市场提供的私人租房)

购房途径 二元变量，1 =住房从工作单位以折扣价购买，0 =住房从市场以原价购买
住房市场价值 调查家庭自我估计的私有住房市场价值。不拥有私有住房的家庭住房市场价值为 0

家庭财富
所有家庭财富总和，包括房产、存款、耐用消费品、股票期权、生产资料等，在实际模型运算中，

我们取该变量的自然对数以弱化其分布偏差

自变量

男性户主职业

干部
各级政府、党政机关、国有及集体企业、公共服务机构( 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 的决策者或

领导

专业技术人员
拥有特殊知识和技能，通常从学校中得到训练，可能具有技术证书的专业人员。包括大学教

授、小学和中学教师、医生、护士、律师等
私营企业家 主要从市场部门获取收益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

白领职员 政府、党政机关和公共机构中较低层次的工作人员和办事员
蓝领工人 缺乏技能，在社会各行各业从事低层次工作的体力劳动者

男性户主工作单位
分为:政府政党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 包括中外合资及外

资企业) 、其它企业共 5 类

住房市场化
1988—2002 年的时间跨度可视为总体住房市场发展程度的间接衡量。2002 年每个被调查城

镇的商品房销售额作为该地区住房市场发展程度的直接测量

住房商品化
1988—2002 年的时间跨度也可作为住房商品化程度的间接衡量。2002 年每个城市中拥有私

人住房的比例可作为该地区住房商品化程度的直接测量

控制变量
包括:年龄、受教育年数、性别( 虚拟变量，1 = 男，0 = 女) 、家庭成员数量、家庭总收入和地区
( 一系列县级城市的虚拟变量)

六、研究结果

从表 2 可以发现，住房改革很大地改善了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增加了他们的家庭财富。
从总体上来看，从 1988 年到 2002 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居住面积从 42 平方米增加到了 58 平方
米，增加了 38%。巨大的变革还表现在住房所有权的变化上: 1988 年，只有 13%的居民拥有私有
住房，1995 年，私有住房拥有率是 44%，而 2002 年，有超过 82%的家庭拥有私有房产，增加了 5 倍
多。作为家庭总财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住房市场价值( 1995 年占所有财富的 41%，2002 年占 56% ) ，
从 1． 5 万元增长到了 7 万多元，增加了近 4 倍。最后，城镇居民平均家庭财富从 1995 年的 3． 7 万
元增长到 2002 年的 12． 6 万元，增加了 2． 4 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住房改革带来的家庭住房条件和财富的总体改善使所有职业群体和工作

单位的家庭平等受益。从表 2 可以看出，干部家庭在各个年代的住房面积、住房市场价和家庭财富
绝对值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这至少部分支持了假设 1。从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的增长看，干
部和专业人员家庭在私有住房拥有率和住房价值的增长上明显高于其它职业群体，尤其是高于私

营企业主家庭。然而，干部家庭在住房面积的增长上慢于其它群体。在家庭财富的增长上优势也
不明显。第二，从工作单位层次来看，在政府部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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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本次实证数据来自三次问卷调查，而每次调查对这些变量的询问方式不尽相同，不可避免要对问卷中原始回答数据
进行重新编码使这三年的变量编码一致。读者如有问题，更具体的变量编码过程可向作者进一步咨询。



2000 年以后的住房面积、住房拥有率、房产价值和家庭财富绝对值以及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增
长率优势相当明显，特别是相对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居民家庭而言。不过表 2 只是对住房情况和家
庭财富在各职业和工作单位的家庭的简单平均计算，没有控制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家庭
收入、地区差异等可能对住房情况和家庭财富的干扰影响。而这需要通过多变量回归模型( 表 3—
4 ) 来实现。
表 2 各年代、职业、工作单位家庭住房情况和家庭财富

家庭户主

职业分类
家庭状况( 平均) 1988 1995 2002

88 /95—2002

增长( % )

家庭户主

工作单位
1988 1995 2002

88 /95—2002

增长( % )

干部

专业人员

私营企业主

白领职员

蓝领工人

总体

住房面积( 平方米) 52 55 65 25

住房拥有率( % ) 9 44 88 878

房屋市场价( 千元) NA 19 90 374

家庭财富( 千元) NA 46 159 246

住房面积( 平方米) 43 47 60 40

住房拥有率( % ) 8 41 87 988

房屋市场价( 千元) NA 14 74 429

家庭财富( 千元) NA 38 136 258

住房面积( 平方米) 49 53 67 37

住房拥有率( % ) 34 62 77 126

房屋市场价( 千元) NA 19 74 289

家庭财富( 千元) NA 45 160 256

住房面积( 平方米) 44 51 62 41

住房拥有率( % ) 12 46 84 600

房屋市场价( 千元) NA 16 75 369

家庭财富( 千元) NA 38 129 239

住房面积( 平方米) 38 42 51 34

住房拥有率( % ) 16 40 77 381

房屋市场价( 千元) NA 13 58 346

家庭财富( 千元) NA 31 100 223

住房面积( 平方米) 42 ( 24 ) 48 ( 28 ) 58 ( 34 ) 38

住房拥有率( % ) 13 ( 35 ) 42 ( 49 ) 82 ( 39 ) 531

房屋市场价( 千元) NA 15 ( 39 ) 71 ( 84 ) 373

家庭财富( 千元) NA 37 ( 56 ) 126 ( 141 ) 241

总样本量 9009 6931 6835

政府党政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其它企业

47 52 65 38
9 45 87 867
NA 16 83 419
NA 41 146 256
40 45 53 33
11 41 83 655
NA 13 66 408
NA 34 118 247
41 48 57 39
27 44 75 178
NA 22 68 209
NA 43 106 147
48 51 60 25
30 53 74 147
NA 20 65 225
NA 46 125 172
42 46 53 26
29 42 79 172
NA 27 63 133
NA 68 110 62

数据来源: 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 1988，1995，2002。括号中数字为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

( 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居住面积
通过对住房面积的回归分析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的住房分配惠及了在社会政治体系中的决

策者———干部群体( 假设 1 ) 。从 1995 年到 2002 年，随着住房改革的深入，住房商品化不断扩大，
干部群体的居住面积优势开始下降并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私有企业家庭住房面积的增长超过
了干部家庭住房面积的增长。这又为市场中心论提供了部分支持。因为根据该理论推论，随着市
场化，相对于直接生产者和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 企业家和普通工人) ，干部群体的住房优势会下

降( 假设 3 ) 。总之，住房改革普遍地增加了各职业群体的住房面积，减少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居住
空间差异。曾经作为稀缺资源按照政治等级来建设和分配的城镇住房，如今是通过再分配和市场
调节的双重力量来实施的。
然而，住房面积仅是居住条件的一个指标，跟家庭财富的关系更小。① 如果住房仍然属于工作

53

2012 年第 2 期

① 例如，中国农民家庭的居住面积通常比城市居民大。但是农民住房的平均质量和价值明显不如城市住房。城市居民也
可以租住在大房子里，但由于没有产权，其私有房产价值依然为零。



单位，那么面积再大也不能算成私有财产。一旦商品化，房屋所有权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它
是构成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住房所有权、住房商品化和住房市场的发展是本研究
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们是产生新的家庭财富差距的重要机制。
( 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住房所有权及所有权的取得
有关中国住房改革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的回顾表明，工作单位以折扣价向员工出售住房来实

现住房商品化。而那些在私营企业里工作的人不得不自建房，或者从市场上购房，而大规模的住房
商品化和市场化是在 1998 年国家出台新政策，明确要求终止单位福利分房之后才开始的。
住房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干部家庭与私营企业主家庭、国有单位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的住房

差异，得到了表 3 的证实。1988 年，与私营企业主相比，干部、专业人员和白领职员家庭拥有私有
住房的几率( odds) 更小( 比如 1988 年干部家庭的几率是私营企业主家庭几率的 exp ( － 0． 93 ) =
0. 4 = 40%，因为他们更可能从单位分到公房，而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依赖于继承的私有房产或者自
建房。这点与在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家庭相似，跟私营部门中的家庭相比，他们不太可
能住在私有住房里( 几率比分别为 exp ( － 0． 68 ) = 0． 51 和 exp ( － 0． 56 ) = 0． 57，皆小于 1 ) 。正如
Szelenyi( 1978，1983 ) 对匈牙利住房分配的研究所指出的，普通工人、私营企业家和在私营部门工
作的家庭拥有更高比例的私人住房应该被解释为社会经济不平等。因为这些远离国家再分配力量
的人群更难得到公有住房。而掌权者则通过单位分配获得廉租公房，所以就不必靠其它来源解决
住房问题。这点也与之前的研究发现一致( Whyte ＆ Parish，1984 ; Walder，1992 ) 。社会主义的住
房再分配系统有利于干部和那些在国有部门中工作的家庭，从而支持了假设 1。
表 3 住房面积( 对数) 的 OLS 回归，房屋所有权和折扣价购房的 Logistic 回归的系数

住房面积 住房所有权 折扣价购房

1988 1995 2002 1988 1995 2002 1995 2002
列序号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干部 0． 32＊＊ 0． 10 － 0． 01 － 0． 93* － 0． 61 + 0． 30 + － 1． 27＊＊ 0． 56＊＊

( 0． 13) ( 0． 08) ( 0． 03) ( 0． 49) ( 0． 41) ( 0． 20) ( 0． 58) ( 0． 23)
专业人员 0． 18 + 0． 02 － 0． 07* － 0． 73 + － 0． 65 + 0． 29 + － 1． 66＊＊ 0． 59＊＊

( 0． 13) ( 0． 07) ( 0． 03) ( 0． 49) ( 0． 43) ( 0． 21) ( 0． 69) ( 0． 24)
白领职员 0． 21 + 0． 04 － 0． 03 － 0． 66 + － 0． 71* 0． 26 － 1． 24＊＊ 0． 39*

( 0． 13) ( 0． 08) ( 0． 03) ( 0． 46) ( 0． 41) ( 0． 21) ( 0． 62) ( 0． 22)
蓝领工人 0． 16 － 0． 05 － 0． 10＊＊＊ － 0． 41 － 0． 70* 0． 20 － 1． 36＊＊ 0． 49＊＊

( 0． 13) ( 0． 07) ( 0． 03) ( 0． 47) ( 0． 38) ( 0． 19) ( 0． 62) ( 0． 20)
政府党政事业单位 － 0． 07 0． 04 0． 08＊＊＊ － 0． 68 + 0． 15 0． 23 + 1． 71＊＊＊ 0． 72＊＊＊

( 0． 11) ( 0． 06) ( 0． 03) ( 0． 44) ( 0． 29) ( 0． 16) ( 0． 52) ( 0． 18)
国有企业 － 0． 14 － 0． 02 0． 02 － 0． 56 + 0． 15 0． 31＊＊ 1． 54＊＊＊ 0． 82＊＊＊

( 0． 11) ( 0． 06) ( 0． 02) ( 0． 42) ( 0． 28) ( 0． 13) ( 0． 52) ( 0． 16)
集体企业 － 0． 18 + － 0． 06 0． 02 0． 13 0． 10 － 0． 00 0． 82 + 0． 13

( 0． 11) ( 0． 06) ( 0． 02) ( 0． 43) ( 0． 34) ( 0． 17) ( 0． 63) ( 0． 19)
其它企业 － 0． 18 + － 0． 03 － 0． 03 0． 63 + 0． 08 0． 09 － 0． 81 0． 59＊＊＊

( 0． 12) ( 0． 07) ( 0． 03) ( 0． 40) ( 0． 76) ( 0． 16) ( 1． 50) ( 0． 16)
常数项 2． 86＊＊＊ 2． 49＊＊＊ 3． 01＊＊＊ － 0． 34 － 4． 17＊＊＊ － 2． 03＊＊＊ － 1． 51 － 4． 02＊＊＊

( 0． 14) ( 0． 16) ( 0． 14) ( 0． 71) ( 0． 73) ( 0． 78) ( 2． 58) ( 0． 77)
－ 2 ×对数似然比 NA NA NA 5206． 14 6925． 9 4344． 44 1247． 74 4571． 78
R2 / Pseudo R2 0． 34 0． 30 0． 32 0． 15 0． 14 0． 16 0． 11 0． 18
样本量 7435 5916 5762 7780 5879 5532 2064 4906

注: 数据来自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 1988，1995，2002。 + p ＜ 0． 1 ( 单尾检验)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 双尾检

验) 。括号中为城市组群的标准误( 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 。职业群体的参照组为: 私营企业主。工作单位的参照组为私营企业

( 包括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 。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教育程度、家庭成年人口数、家庭收入和城市( 一系

列县级以上城市的虚拟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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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住房市场获得发展后，住房分配的福利性质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反映
在 1995 年体制内各职业群体相对私营企业主拥有住房的几率更小( 表 3 列( 5 ) ) 。同时，在国有部
门中的大多数家庭都以折扣价获得住房，这比私营单位部门中按折扣价获得住房的几率高出 4． 5
( exp( 1． 71 ) － 1 ) 和 3． 7 ( exp( 1． 54 ) － 1 ) 倍( 表 3 列( 7 ) ) ，尽管也有相当比例的私营企业主以折扣
价获得住房( 1995 年几率比其它职业高，表 3 列( 7 ) ) 。1995 年，私营企业主仍比其它群体拥有住
房的几率高( 表 3 列( 5 ) ) ，这可能主要得益于房产市场的发展。2002 年住房商品化进一步深化，
住房市场也进一步发展，私营企业主的住房产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2002 年时，中国单位的福利
分房大多已经停止，大部分国有单位的居民家庭都从单位以折扣价购买了住房。以较低价格获得
私有住房表明了财产从公有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因为随着住房市场的发展，这些住房立刻增
值。从一开始，私营企业主和私营单位的家庭大多依靠市场解决住房需求。1998 年之后，国有部
门公房商品化的加速使私营企业主和私营部门家庭原先住房私有率的优势迅速减弱。2002 年，干
部及其它职业家庭，在国有单位企业工作的家庭以折扣价获得住房的几率比私营企业主和私营部

门的家庭大得多( 表 3 列( 8 ) ) 。因此，这些家庭在 2002 年的住房拥有几率都比私营企业主和在私
营企业工作的人高( 表 3 列( 6 ) ) ，这跟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基
于旧体制的住房商品化为以前的受益人提供了获得私有住房的捷径。比起私营企业主和在私营部
门工作的人，国有部门中权力地位越高的人越容易从原有单位以优惠价获得住房。这些结果与根
据产权中心论、政治 －市场相互作用论，以及作者提出的资产转换视角做出的预测一致。即处于战
略位置上的权力所有者在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能够保持其优势或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

资本。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 2，而部分否定了假设 3。
( 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
住房商品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公房变为私有财产，从而对财富分层产生了影响。从这点上看，

住房市场价值和家庭财富成为关键变量。表 4 的回归结果表明，2002 年，干部家庭跟私营企业主
住房价值没有明显差别，但是在党政事业单位工作的家庭比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家庭的住房价值明

显更高( 平均高出 1． 5 万元，表 4 列( 1 ) ) 。从家庭财富上看，干部家庭在住房改革过程中的优势没
有在家庭财富上反映出来，因为 2002 年干部家庭的总财富比私营企业主相对较少( 表 4 列( 5 ) ) 。
这说明虽然干部家庭在房改中获取较多利益，但是私营企业主家庭从市场攫取了财富，这部分支持

了假设 3。另一方面，在政府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比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居民家庭却从房
改中获益很多，这反映在政府党政部门家庭比私营部门家庭的房产价值和家庭财富提高更快( 表 4
列( 3 ) 和( 7 ) ，单位跟年代交互效应) ，这种不同工作部门居民家庭在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上的差异
及变化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带来的不平等的结果。这一过程给那些体
制内的居民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又部分支持了假设 2。
利用每个城市 2002 年商品房销售额作为当地住房市场化的直接测量，检验住房市场化跟不同

职业和工作单位的交互影响，我们没有发现对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的显著作用。同样地，利用每个
城市私有住房所有者的百分比作为住房商品化程度的直接测量，我们发现地区住房商品化程度跟

职业群体和工作单位的交互作用对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的影响也不显著( 结果没有在表 4 中报
告) 。然而，每个城市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单独对该城市居民的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有显著促进
作用( 表 4 列( 4 ) 和( 8 ) ) 。另外，市场化和商品化的交互对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也是非
常显著的( 结果没有报告) 。这说明住房市场化和商品化对住房价值和家庭财富差异具有相互独
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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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住房市场价值( 万元) 的 Tobit 回归和家庭财富( 对数) 的 OLS 回归的系数

考查项目 住房市场价值 家庭财富

考查时间 2002 1995—2002 1995—2002 2002 2002 1995—2002 1995—2002 2002

列序号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干部 0． 42 － 1． 11 － 0． 02 0． 10 － 0． 14 + － 0． 11 － 0． 08 － 0． 15*

( 0． 70) ( 0． 91) ( 0． 61) ( 0． 76) ( 0． 09) ( 0． 13) ( 0． 08) ( 0． 09)

专业人员 － 0． 99 + － 1． 64＊＊ － 1． 02* － 1． 18 + － 0． 24＊＊ － 0． 24＊＊ － 0． 19＊＊ － 0． 24＊＊＊

( 0． 69) ( 0． 72) ( 0． 61) ( 0． 74) ( 0． 09) ( 0． 12) ( 0． 08) ( 0． 08)

白领职员 － 0． 47 － 1． 41 + － 0． 68 － 0． 60 － 0． 26＊＊＊ － 0． 24* － 0． 20＊＊ － 0． 25＊＊＊

( 0． 61) ( 0． 92) ( 0． 58) ( 0． 74) ( 0． 08) ( 0． 12) ( 0． 08) ( 0． 08)

蓝领工人 － 1． 18* － 1． 13 + － 1． 16* － 1． 36＊＊ － 0． 33＊＊＊ － 0． 32＊＊＊ － 0． 27＊＊＊ － 0． 32＊＊＊

( 0． 65) ( 0． 80) ( 0． 61) ( 0． 68) ( 0． 09) ( 0． 11) ( 0． 08) ( 0． 08)

政府党政事业 1． 52＊＊＊ 1． 16＊＊ 0． 23 1． 30＊＊ 0． 16＊＊＊ 0． 10 + － 0． 02 0． 13＊＊

( 0． 50) ( 0． 46) ( 0． 79) ( 0． 53) ( 0． 06) ( 0． 06) ( 0． 08) ( 0． 06)

国有企业 0． 56 + 0． 69* 0． 64 0． 42 0． 12＊＊ 0． 09 + － 0． 03 0． 09*

( 0． 42) ( 0． 42) ( 0． 86) ( 0． 50) ( 0． 06) ( 0． 06) ( 0． 08) ( 0． 06)

集体企业 0． 95 + 1． 38＊＊ 1． 59 + 1． 10 + － 0． 00 0． 08 0． 02 0． 03

( 0． 65) ( 0． 64) ( 1． 09) ( 0． 69) ( 0． 07) ( 0． 07) ( 0． 10) ( 0． 08)

2002 年 12． 40＊＊＊ 12． 56＊＊＊ 1． 00＊＊＊ 0． 90＊＊＊

( 1． 39) ( 1． 39) ( 0． 13) ( 0． 11)

干部 × 2002 1． 81* 0． 02

( 1． 01) ( 0． 13)

政府部门 × 2002 1． 58* 0． 14 +

( 0． 81) ( 0． 09)

国有企业 × 2002 0． 05 0． 14*

( 0． 88) ( 0． 08)

住房市场化 0． 05＊＊＊ 0． 00＊＊＊

( 0． 01) ( 0． 00)

住房商品化 0． 08＊＊＊ 0． 01＊＊＊

( 0． 01) ( 0． 00)

城市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没有 有 有 有 没有

其它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igma 8． 34 8． 12 8． 12 9． 26

－ 2 ×对数似然比 34285． 2 51686． 72 51684． 26 34372． 16

PseudoR2 / R2 0． 06 0． 10 0． 10 0． 03 0． 28 0． 41 0． 41 0． 21

样本量 5839 11761 11761 5672 5839 11595 11595 5672

注: 同表 3。

七、结论与讨论

一方面，我们看到住房改革普遍改善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大多数居民家庭，无论干

部、工人还是私营企业主家庭，无论在国有单位工作还是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家庭，都拥有了私人住
房，并且住房空间得到较大改善。到 2002 年，超过 80%的中国居民家庭都有私有住房，不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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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之间居住空间差距减小。另一方面，住房改革前和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的住房不平等依然明
显，这表现在国有单位和私营部门居民家庭房产价值和家庭财富差异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有
扩大的趋势。本研究发现，80 年代，干部、专业人员、白领和那些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更有可能分
配到条件较好的公共住房，而普通工人，尤其是私营企业主不得不自建房，①或住继承私房，甚至从

市场上购房。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政策鼓励工作单位把公房卖给现有住户。本研究的分析确
认了干部和那些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可能低价从工作单位买到住房。相比之下，私营企业主
和私营单位居民家庭要想获得私有住房更难，因为他们不得不从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购置住房。
这种住房商品化的不平等造成了国有单位与私营部门家庭之间住房价值甚至家庭财富的更大差

异。这些发现支持了作者的论点，财富转移和市场化有利于既得权力所有者，因为财富转移和市场
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权者实施的。住房改革以非市场的方式将公有住房转移到私人手里。同时，
住房市场化极大地膨胀了私有住房的价值。因此，那些轻松获得公房的人比那些没有获得公房的
人，在整个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受益更多。
住房商品化只是产生中国私有财富不平等的一个渠道。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规模产

权重组，以及中小公有企业的加速民营化也将大批公有资产转移到个体手中。这个过程对中国的
个体及家庭财富差距也产生重要影响。另外，中国政府自 2003 年以来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抑制城
市房价的政策，这些政策无疑又会影响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和私有住房拥有率，从而可能改变本文

所探讨的各职业和各单位部门家庭之间的房产和财富差距。这些都需要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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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policy competition for a foreign-owned multiproduct monopolist firm producing two products

that are horizontally differentiated between two countries of different size．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equilibrium outcome of

FDI competi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rket size effect and the cannibalization effect， and

countries' subsidy policies． Welfar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for FDI are derived; in particular，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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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operty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mechanisms of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wealth disparity creation during China’s post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t examines how housing privatization，marketization

have translated a greater wealth inequality between cadre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 households，between state sectors and

private sectors． In the 1980s，cadres and those wor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assigned a bigger and

better house for almost free，whereas those in the private sectors had to rely on a self-built or inherited house，or even buy

a house from the market． The housing policies since the 1980s have essentially encouraged working units to privatiz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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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s． In addition，their advantages of housing value and total wealth seem accelerat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ousing market and priv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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